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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纳税能力是实现房地产税税负公平的关键所在,也是房地产税改革需要考量的重要内

容,近年来学界就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相

关研究的文献脉络和最新进展,从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衡量与异质性研究、影响因素、经济社会影

响、应对纳税能力不足的政策及效果评估四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评述。然后,本文结合我

国现实背景指出了房地产税纳税能力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改进方向,从而希望为我国房地产税改

革试点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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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能力,即纳税人实际缴纳税款和承受税负的能力,是政府制定税收制度和确定税收负担的

重要依据。纳税能力通常取决于税源的多寡,对于个税等税源与课税对象相一致的税种而言,其应

纳税额与所得高度相关,也与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相匹配。而房地产税的计税依据是家庭拥有的房产

价值,纳税人缴纳的房地产税税款则主要来源于其家庭收入,当居民家庭收入与房产价值不相称时,
会出现房地产税纳税能力不足的问题。我国现阶段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滞后于房价上涨的速

度,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所发布的《2020年全国房价收入比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商品住宅房价收

入比(家庭住房总价与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达到9.2,远高于7.0~7.5的合理区间①。我国

居民收入与房产价值不相称的现状将给纳税能力不足的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负担。
由于房地产税在居民住房支出中占据较大比重,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消

费、储蓄和搬迁决策。当纳税能力降低时,人们不得不通过增加储蓄或减少消费来保证有足够的现

金流用以支付房地产税,甚至一些存在纳税困难的家庭会选择迁到房地产税更低的地区。此外,房
地产税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房地产税纳税能力不足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地方政

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率。在这一背景下,房地产税纳税能力问题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广泛关

注的话题。国外房地产税起步和发展的时间较早,学界就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及其经济社会影响展开

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相关研究不仅对于我国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而且能

够为我国房地产税改革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

一、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衡量与异质性研究

纳税能力原则是实现税收公平的重要途径,其要求税制设计中应保证个人所承受的税收负担与

其支付能力相匹配,即支付能力更高的人缴纳更多的税,支付能力更低的人缴纳更低的税。根据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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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能力原则实施公平征税要求确立一个纳税能力的衡量标准。本节概述房地产税纳税能力衡量指

标的发展进程,并基于已有文献比较了不同指标的优劣。
(一)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衡量

纳税能力原则是实现税收公平的重要途径,其要求税制设计中应保证个人所承受的税收负担与

其支付能力相匹配,即支付能力更高的人缴纳更多的税,支付能力更低的人缴纳更低的税。合理地

衡量纳税能力是税收实践中运用纳税能力原则的基础,也是学界一直以来争论的焦点。起初,学者

们基于纳税人的主观感受认为,政府征税使得纳税人的货币收入和满足程度降低,因此应当通过税

收造成的痛苦大小或牺牲的效用多少来衡量纳税能力(Kendrick,1939)。但由于纳税人感知的痛苦

或牺牲程度无法被准确有效地测量,在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逐渐被纳税人的消费、财产、临时或

永久收入等更为客观可量化的指标构建的纳税能力指数所取代(Musgrave& Musgrave,1989)。目

前关于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衡量,亦是基于房产价值、消费、临时或永久性收入以及净收入综合构建

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指数。

1.基于房产价值构建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指数。早期,学者们认为只要个人的牲畜、土地和其

他有形财产能够得到合理准确的评估,且分配平均,个人的财产就能够很好地衡量个人的支付能力

(Buehler,1945)。在这一思想下,基于房产价值构建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指数能够作为衡量个人纳

税能力的较好指标。但随着房屋使用年限上升,住房价值不断累计,房屋市场价值与现金流之间的

相关程度变得十分微弱,住房财富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个人的支付能力(Mark&Carruthers,1983)。
此外,房产价值的差异部分是由地区基础设施的差异导致的,但居民家庭的纳税能力不应当受到地

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Fisheretal,2009)。因此,以房产价值构建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衡量指标

存在一定的缺陷。

2.基于消费构建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指数。支持用消费衡量纳税能力的学者们认为,税收是

家庭的一项支出,因此纳税能力也反映了居民家庭的消费禀赋,而消费支出与现金流直接相关,是
衡量个人或家庭某一时期经济水平的可行标准(Diamond& Mirrlees,1971)。由于每个人都是根

据自己目前的情况和未来的前景决定个人生活支出,因此消费能够反映符合每个人实际状况的支

付能力,以消费作为纳税能力的衡量指标能够获得更有效率和更加公平的税负分配(Andrew,

1974)。然而部分学者指出,以消费作为纳税能力的衡量指标同样存在不足。税收的横向公平要

求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缴纳同样的税款,但考虑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时经济状况差距明

显的个人或家庭可能有着相同的消费,此时通过消费衡量居民家庭的纳税能力显然是不合理的

(Utz,2001;Zodrow,2019)。

3.基于收入构建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指数。相较房产价值和消费而言,以收入构建的房地产税

纳税能力指数被更多的学者接受,也被广泛用来衡量房地产税纳税能力(Ihlanfeldt,1979,1981;Utz,

2001)。至于基于收入的衡量指标,多数学者认为暂时性收入不稳定,住房和其他耐用品的消费支出

主要由永久收入决定,通过永久收入或多年收入的平均值衡量个人支付能力的方法更加可靠(Aar-
on,1974;Ihlanfeldt,1979,1981)。但房地产税是一项需要周期性支付的居住成本,其税额支付能力

与其动态调整的暂时性收入直接相关,因此,短期收入更能合理地衡量房地产税纳税能力,而永久性

收入更适合用作房地产税税制顶层设计研究(Ioannides,2004)。

4.基于净收入构建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指数。随后,有学者发现仅通过总收入无法准确衡量支

付能力,因为不同家庭之间社会需求、慈善冲动、家庭需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同等收入并不一定反映

同等的支付能力(Musgrave& Musgrave,1989)。Trotman-Dickenson(1996)从宏观层面重新审视

了支付能力,认为支付能力应该被定义为国民收入中超出生活所需的部分,这也是维持一个国家的

人口规模和经济生产力的最低要求。在此基础上,Stone(2006a)提出了剩余收入法,即考虑到家庭维持

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开支,以净收入来测算家庭的负担能力。家庭的净收入实际上是一项考虑了收入

和消费的综合指标,在保障了家庭基本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能够真实反映各类纳税人的收入状态和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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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能力。随后,Stoneetal(2011)将家庭应缴纳的房地产税额与纳税能力联系起来,当家庭在支付房地

产税后不能满足其最低生活水平需求时,则认为该家庭存在房地产税纳税能力不足问题。
经过国外学者长时间的讨论和完善,以净收入构建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指数成为目前普遍认可

的衡量指标,最近几年在我国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雷雨恒(2014)提出,家庭剩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居民的纳税能力,房地产税的最大额度是家庭收入扣除基本生活需要支出、家庭必要或经

常性支出之后的剩余,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居民家庭基本生活水平不受房地产税应纳税额的挤压。张

平和侯一麟(2016)用总收入扣减住房相关支出后的净收入来衡量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并基于微观

数据测算了我国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指数。在借鉴剩余收入法的基础上,刘金东等(2019)将扣减了

家庭基本生活支出的家庭净收入作为纳税能力的衡量标准,将家庭净收入减去应纳房地产税为负的

家庭视为无税款支付能力的家庭,并通过计算无支付能力的城镇家庭数量和比重分析家庭的房地产

税纳税能力情况,研究结果发现,在组合各种税率和扣减面积的征收方案下始终存在一定比例低收

入家庭无力支付房地产税。
(二)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异质性

房地产税纳税能力通常以净收入与房地产税额的比值来衡量,因此经济状况不同、持有不同类

型房产的家庭以及不同房地产税税制设计下,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已有研究主要

从经济状况、房产特征和税收政策三个方面分析了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异质性。

1.家庭状况。房地产税通常被认为是累退的,因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较低收入的人将当前收

入的更大一部分花在了住房上(Fisher,2018)。在这种观点下,低收入者承担了比高收入者更重的房

地产税税负,当其他条件相同时,高收入者的纳税能力更强(Cornia,2012)。此外,家庭经济状况会

受到家庭规模的影响,因此家庭规模也会影响房地产税纳税能力(Gravelle,2008)。Stone(2006b)的
研究指出,家庭收入和家庭规模是影响纳税能力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对于纳税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家庭规模对于纳税能力具有负面影响。与收入相同的大规模家庭相比,规模较小的家庭满足基本生

活所需的开支较少,能够将收入的更多份额用于支付税款。

2.房产特征。由于不同类型房产的评估率不同,经济状况相同的纳税人会因为居住的房产特征

不同而承担不同的房地产税负,从而对其房地产税纳税能力产生影响。Cornia&Slade(2006)使用

美国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的住宅交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规模更大的房产和地理位置相对较好的

房产评估价值更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面积更大或地段更好的房产的持有者房地产税纳税

能力更低。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不同房产类型对纳税能力的影响。与住宅房地产相比,具有商住

性质的公寓有着更高的税率和税收负担,因此公寓居民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要远低于收入相同的住

宅房主(Goodman,2006)。

3.税收政策。除了经济状况和房产特征会影响纳税能力外,不同的税收政策也会对居民家庭的

房地产税纳税能力造成影响。美国各州房地产税税制大体相似,但在税率及减免政策方面有所不

同,基于此,Plummer(2003)分别考察了不同税率和减免方案对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影响,发现宅基

地豁免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免税增加了房地产税的累进性,免税金额占房产价值的比例会随着房

产价值的增加而减少,房地产税纳税能力也随之下降。此外,不同计税依据也会影响房地产税纳税

能力,偏离市场价值标准的房地产税评估体系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税收负担,市场价值评估标准则可

以减轻非市场价值评估的不公平,使房地产税与居民的纳税能力相匹配(Payton,2012)。

二、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影响因素

房地产税以房产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通过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进行缴纳,因此房产价值与居

民收入的匹配程度是影响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关键因素。当房产价值或居民收入因为宏观政策或

经济衰退等外生冲击发生变动时,会直接影响纳税人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本节从房价波动和收入

波动两方面总结了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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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价波动与房地产税纳税能力

房地产市场价格是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房地产税计税依据,房价波动会通过影响房地产税应

纳税额直接影响居民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各国在住房从消费属性到投资属性的转变过程中普遍

经历了房地产市场的大幅波动,因而房价波动成为影响各国居民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主要因素

(Haveman&Sexton,2008)。一些研究指出,在20世纪后期,美国房产价格不断上涨,在引起政府

房地产税收入增加的同时,导致居民的纳税能力下降(Ross& Yan,2013;Davis&Ferreira,2017)。
特别是对于固定收入的居民和低收入的老年房主而言,房价大幅上涨对其房地产税纳税能力造成了

极大的威胁(Ferreira,2010;Ding&Hwang,2020)。而到21世纪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低迷,房价大幅下

跌时,虽然居民纳税能力有所提高,但地方房地产税收入出现明显萎缩(Almetal,2011;Anderson,

2012)
但也有研究发现,由于制度因素等原因,房价上涨不会对房地产税纳税能力造成太大影响。一

方面,房地产税税率的预算填补计算方法使得美国房地产税率会随税基波动而产生相反的变化,因
此房价波动不会导致居民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和房地产税收入出现大幅变动(Lutzetal,2011;Inlan-
feldt& Willardsen,2014)。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大部分州的房地产税基评估周期较为滞后,房地产

繁荣和萧条导致的房价变化短期内不会改变税基,对个体的税负和房地产税收入影响可能需要三年

后才能显现出来(Doerner&Ihlanfeldt,2011;Goodman,2018)。
(二)收入波动与房地产税纳税能力

房地产税与个人所得税等其他财产税相比,具有征税对象与税源相分离的特点,其纳税能力不

仅与房地产价值有关,也会受到居民支付能力的影响。由于房屋市场价值与收入之间的相关程度十

分微弱(Mark&Carruthers,1983),因此住房价值和收入的匹配程度成为影响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

关键因素。对于老年房主和失业人员而言,由于其收入水平较低,会面临无力支付房地产税的困境。
老年房主早期积累了大量的住房财富,但由于在退休后收入大幅下降,导致“资产丰富、现金匮乏”的
现象日益显现,并严重危及其房地产税纳税能力(McCarthyetal,2002;Hirayama,2010)。相比老年

房主能够领取一定的退休金和养老金,失业人员的收入状况更加窘迫(Verhoevenetal,2009)。Ka-
planoglou(2015)认为希腊的税收改革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十分不利,对于失业者和贫困家庭而言,税
率的大幅提高直接影响其纳税能力,增加了这些家庭的税收负担。

此外,父母对年轻子女的购房支持也会给没有独立住房消费能力的房主造成超过其支付能力的

房地产税负担。随着住房成本不断上涨和就业竞争愈发激烈,年轻一代越来越依赖家庭的物质和经

济支持来抵消其独立生活的成本,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住房所有权的支持(Andrew,2010;Health
&Calvert,2013)。挪威的证据表明,过去几十年里父母为子女住房提供经济支持的程度在不断增

加,收入不足或仅依靠收入生活的成年子女更有可能从父母那里获得住房贷款或其他住房经济支持

(Gulbrandsen&Langsether,2003)。但这种对住房的代际支持会导致收入不足的子女过早地拥有

与自身收入不相匹配的房产,从而造成房地产税纳税困难。
除了因不具有与房产价值相匹配的现金流导致纳税能力受到影响外,部分学者还探讨了系统性

的经济冲击对居民收入及纳税能力的影响。Snell(2009)发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农产品

价格暴跌和高失业率给居民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困难,严重降低了纳税人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而在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衰退期间,居民收入遭受较大冲击,而房地产税评估价值没有及时更新,
仍然处于危机前的高位。由于居民缴纳的房地产税主要来源于其家庭收入,对因经济波动导致当前

收入下降的家庭而言,可能会面临无法承担房地产税的风险(Mikesell& Mullins,2014)。另外,自
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也会导致居民收入急剧下降,进而影响居民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

(Sawada&Shimizutani,2011;Deryuginaetal,2018)。

三、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经济社会影响

纳税能力是影响政府税收收入多寡和居民纳税意愿的重要因素(Alm,2013;Moulton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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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在全球诸多国家中,房地产税在居民住房支出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都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Bradley,2017)。因此,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变动不仅会影响居民行为,还会对地方财政产生影响。
本节从纳税遵从、消费和储蓄、迁移行为的角度归纳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对居民行为影响的研究,从财

政收入、支出和财政自律的角度归纳房地产税对地方财政影响的研究。
(一)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对居民纳税意愿和纳税遵从的影响

房地产税纳税意愿和纳税遵从是保证房地产税顺利开征的关键,而纳税能力会对居民纳税意愿

和纳税遵从度产生重要影响。房地产税作为一种直接税,居民对其厌恶程度更高,对其税负变化的

反应也更加敏感,美国曾多次因房地产税税负过高而发生“房产税抗议”(propertytaxrevolts)(Ca-
bral& Hoxby,2012)。多数研究发现,居民的纳税能力是影响房地产税违约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房
地产价值越高,居民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越低,从而导致居民的违约收益越高,当居民的房价价值每

增加1个单位,居民房地产税违约率会增加25%(Awunyo-Vitoretal,2015)。但也有学者认为,房
地产税税负增加,居民的纳税意愿和纳税遵从度不一定会降低,这是因为缴纳的房地产税可以转换

为公共服务的改善,只有当公共服务改善的成本大于居民的支付意愿时,才会发生纳税不遵从(Vig-
dor,2010;Atuestaetal,2019)。另一方面,流动性不足限制了家庭的纳税能力,也会使得居民的房

地产税纳税遵从度降低(Bradley,2013;Moultonetal,2015)。特别是当纳税人在一次性缴纳房地产

税后会处于长时间的低流动性状态,流动性约束会使纳税人在应对收入或支出冲击时更容易拖欠和

违约(Anderson&Dokko,2016)。Langley(2018)研究也表明,以一次性支付方式征收房地产税会

给房主带来严重的经济挑战。相对于大多数家庭的每月预算,一次性支付的房地产税额相当高,家
庭需要通过提前储蓄来缴纳房地产税(Cabral& Hoxby,2012)。然而,大约一半的美国家庭经济不

稳定,几乎没有存款来支付意外开支(Lusardietal,2011),这些没有为房地产税提前储蓄的房主由

于支付能力不足无法在到期日前缴纳房地产税,从而产生房地产税拖欠行为。
国外大量研究证明了房地产税纳税能力不足是导致房地产税违约的重要原因。我国尚未全面

开征房地产税,无法实际衡量居民的纳税违约率,因此有学者探讨了纳税能力对我国居民房地产税

纳税意愿的影响。刘金东等(2019)通过调查问卷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年轻和老年人群体的纳税能力

较低,因而有着更低的房地产税纳税意愿,有投机行为的多套房持有者的纳税意愿也更低。张平等

(2019)基于房地产税受益税的性质构建了纳税意愿指标,研究发现住房特征对个人房地产税纳税意

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收入对纳税意愿的影响与房地产税的减免政策有关,但没有证据表明减免

额度越大纳税意愿越高。
(二)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房地产税在家庭居住成本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在有抵押贷款的美国家庭中,缴纳的房地产

税大约占每年房屋拥有成本的12%;而在没有抵押贷款的家庭中,这一比例则高达28%(Bradley,

2017)。因此,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变化会对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Englund,2003)。
当房地产税增加使得居民纳税能力降低时,居民不得不通过增加储蓄或减少消费来保证有足够的现

金流用以支付房地产税。Ring(2021)发现房地产税每增加1挪威克朗会导致家庭每年增加4挪威

克朗的储蓄,其中1挪威克朗用于当年的房地产税支付,而剩余3挪威克朗可以看作为了抵消未来

支付的房地产税而进行的额外储蓄。
进一步,还有学者讨论了不同类型家庭应对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变化时消费和储蓄反应的差

异。Surico&Trezzi(2019)分析了意大利2011年房地产税制度变化对不同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
发现房地产税增加会导致流动财富相对收入较低的抵押贷款者大幅度削减支出,且耐用品支出比

非耐用支出受到影响更大。而当房地产税额减少时,居民的预算约束降低,可能会促进其消费。

Cloyne&Surico(2017)考察了英国有抵押贷款债务的家庭对于税收变化的消费反应,发现减税主

要通过放松负债家庭的流动性限制来影响消费,使得这类家庭面对短期收入的变化具有较高的边

际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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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对居民迁移行为的影响

房地产税是居民重要的居住成本之一,因此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对居民的搬迁决定起着重要作

用,当居民存在纳税困难时会选择迁到房地产税更低的地区(Ding& Hwang,2020)。Shan(2010)
发现美国2000年至2005年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住宅房地产税急剧增加,居民纳税能力降低显著

提高了老年房主的流动性,如果每年增加100美元的房地产税,会导致50岁以上房主两年流动率增

加0.73个百分点。Manville&Kuhlmann(2018)发现政府在房价下降时通过提高税率或降低公共

服务质量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的举措也会导致人口迁出。还有学者估计了搬迁对房地产税税负的

影响,发现搬迁能够为家庭平均减少115美元的房地产税负担(Farnham &Sevak,2002)。因此,有
学者提出房地产税限制政策,以防止房地产税过高导致长期房主或老年人房主迁移(Immergluck,

2009;Williams,2014)。Ferreira(2010)发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3号提案的税收优惠政策显著降低

了房地产税负增加导致的人口外溢。Skidmore&Tosun(2011)和Ding&Hwang(2020)研究发现,
为长期房主和老年房主提供税收减免计划有效地缓解了房主因负担不起房地产税而大规模迁移。

但支持房地产税受益税原则的学者则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增加的房地产税会转化为公共

服务的改善,最终可能带来住房财产的增值,因此,从长期来看房地产税税负并不会导致房主向外迁

移(Freeman,2004;Vigdor,2010;Martin&Beck,2018)。Martin&Beck(2018)通过整合美国人口

普查中有关中产阶级化的数据和1987年至2009年间州级房地产税政策变化的年度数据发现,房地

产税压力会引发租房者非自愿迁移,但对于房主而言影响较小,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房地产税限制

政策保护了中产阶级社区的长期房主。Atuestaetal(2019)通过芝加哥住房改造的证据发现,虽然

短期内房地产税压力可能会导致低收入房主向外迁移,但是长期来看,这一影响会变小。
(四)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在美国,房地产税是地方政府为其支出提供资金的主要税收,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约三分之二的

税收收入,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税的依赖使其对经济衰退时期收入的急剧下降非常敏感(Coen-Pirani
& Wooley,2018)。Almetal(2014)对美国底特律市的房地产税滞纳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20世纪

中期以来底特律市经历了美国城市中时间最长、影响最严重的衰退,房地产市场崩溃和经济状况不

佳导致越来越多的房主没有缴纳房地产税,房地产税税基的缩减和房地产税纳税不遵从造成了地方

政府财政收入的巨大损失。
除了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影响外,Inlanfeldt& Mayock(2015)的研究发现纳税能力下降导致

的房地产税减少对地方财政支出同样有着显著影响。大衰退期间不断上升的房地产税拖欠率加

剧了美国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Munnelletal,2013),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还
降低了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Reeseetal,2014)。面对州和联邦政府间转移支付的

削减,以及房地产税税基的不断缩小,地方政府不得不削减公共服务支出来平衡预算(Chernicket
al,2011)。Skidmore&Scorsone(2011)对受财政压力影响的支出类别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发
现地方政府为平衡财政收支主要削减了与娱乐活动相关的开支,并推迟了资本改善以及道路、建
筑等方面的维护。

财政自律指政府维持平稳资金运行和长期财政状况的能力,而房地产税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

入来源,在维护地方财政和公共部门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Dye&Reschovsky,2008)。房地产

税可以作为一种可见的、透明的监督政府行为的途径,使居民意识到地方公共项目的成本(Glaeser,

1996;Oates,2001),并有助于公共部门的成本控制。Borge&Rattso(2008)通过挪威地方政府财政

数据首次分析了房地产税的激励效应,发现房地产税与污水处理的单位成本负相关,与不征收房地

产税的地方政府相比,房地产税收入稳定的地方政府的污水处理成本低20%。Fiva& Ronning
(2008)对学区征收房地产税的影响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认为房地产税通过加强公共部门质量与公共

部门资金的联系保证了公共部门的高效和良好运作。除了控制成本和提高学校的工作效率外,

Presbiteroetal(2014)还发现房地产税占地方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与财政收支之间存在显著为正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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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表明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税的更多依赖有助于财政自律,对于维持和改善政府经济表现、维持宏

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四、应对房地产税纳税能力不足的政策及效果评估

居民收入与房产价值的不匹配可能导致部分家庭房地产税纳税能力不足,从而对居民纳税意愿

和纳税遵从度乃至地方财政产生不利影响。为此,一些发达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房地产税政策对纳税

能力不足及其可能造成的经济后果加以应对。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房地产税税基评估制度、税率制

度、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征管制度在应对纳税能力不足方面的作用。
(一)应对纳税能力不足的房地产税税基评估制度及效果评估

房地产价值是影响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直接要素,通过设计灵活的房地产税税基评估制度来应

对纳税能力不足是各国较为常见的做法。一方面,考虑到不同房产类型持有者的纳税能力不同,美
国各州根据房地产用途(住宅、农业、商业、工业)或房地产类型(土地、改良设施、个人财产)规定了不

同的评估比率。这种分类房地产税制度通过对不同类别房地产征收不同的有效税率来重新分配税

收负担,可以减轻自住房产所有者的房地产税负担(Sexton,2014)。另一方面,房地产价值波动导致

的税基变化也会影响居民房地产税纳税能力。为应对房价上涨过快导致的房地产税税基变化,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在1978年通过了13号提案,将房地产税限制在房产评估价值的1%以内,且规定房产

评估价值每年的涨幅不得超过2%(Hodgeetal,2015)。Bowman(2006)和Giertz(2006)的研究发

现,评估价值限制对于减轻因房价上涨引发的额外房地产税负担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当房产价

值快速且不一致地上升时,部分纳税人可能会在短时间内面临房地产税应纳税额的大幅增加,而评

估价值限制政策能够维持房地产税额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从而对居民的纳税意愿产生积极影响

(Haveman&Sexton,2008;Anderson,2012;Imrohoroglu,2018)。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美国

房地产价格急剧下降,但房地产税评估滞后,严重危害了居民的纳税能力。为此,底特律在2014年

通过重新评估该市所有房产价值来纠正并降低房地产税,住宅重新评估使得底特律房产的评估价值

在一年内减少了2.13亿美元(Snell,2016),房地产税征收率也从2014年的67%上升至2015年的

72%和2016年的78%(Ferretti,2016)。Hodge(2021)通过评估底特律税基调整的实施效果发现,
在不降低房地产税的情况下,降低房产的评估价值可以减少1.7%的房地产税拖欠;同时,降低评估

价值和房地产税使拖欠率降低2.7%。
(二)应对纳税能力不足的房地产税税率制度及效果评估

为防止政府在房价下跌时提高房地产税税率,增加居民的房地产税负担,美国大多数州都实行

了房地产税税率限制措施。Anderson(2006)认为通过税率限制应对纳税能力波动是相对税基限制

而言更能保证税收公平的方式。房地产税税率限制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纳税能力,并增加社会

总体福利(Thaiprasertetal,2013)。与此同时,部分学者也发现,税率限制政策在降低居民税负之

外,也给地方财政和学校教学质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Bradburyetal(2001)通过考察美国马萨诸塞

州1981年通过的2号提案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发现,将房地产税税率限制在2.5%的措施虽然降低了

居民的税负,但是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从而导致学校支出大幅降低。在此基础上,

Plummer(2009)发现美国得克萨斯州1993年设置的1.5%的税率在降低学校支出的同时也降低了

各学区的学生成绩,并对经济上处于劣势地位的学生影响更大。
(三)应对纳税能力不足的房地产税税收优惠政策及效果评估

为了应对某些家庭存在的纳税能力不足问题,部分房地产税制较为完善的国家建立了多种形式

的房地产税减免计划,其中主要包括宅基地豁免和抵免(homesteadexemptionsandcredits)、断路器

政策(circuit-breakers)和房地产税延期政策(propertytaxdeferralprograms),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旨

在减轻特定情况下特定人群的房地产税负担(Shan,2010)。
宅基地豁免和抵免是房地产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宅基地豁免通过减少特定数量或特定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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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地产评估价值实现减免,而宅基地抵免则是向符合条件的房主直接提供固定数额或百分比的房

地产税抵免(Langley,2015a)。宅基地豁免和抵免的广泛使用对房地产税负担的分配产生了潜在的

巨大影响。宅基地豁免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房地产税减税的规模随着税率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对于那

些居住在房地产税率较高的较贫穷社区和没有重要商业税基社区的房主而言,宅基地豁免能够为其

提供较多的减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地区的财富差距(Langley,2015b)。针对老年人的宅基

地豁免能够减少房主的税收负担,并显著降低税收违约的可能性(Nikaj& Miller,2017)。Milleret
al(2019)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宅基地豁免计划可以将房地产税违约的可能性降低60%。此

外,高宅基地豁免增加了老年人的房产所有权和房产净值,并对老年人的住房消费和经济决策具有

重要的影响作用(Greenhalgh-Stanley&Rohlin,2013;Banzhafetal,2021)。
不同于宅基地豁免和抵免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相同的房地产税减免,断路器政策仅适用

于中低收入房主和租房者,且税收抵免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断路器政策通常通过设定收入阈值

来减轻房地产税负担,房地产税高于阈值的房主或租房者可以获得房地产税退税(Bowmanetal,

2009)。断路器政策的优势在于将房地产税减免与收入相联系,能够有效识别那些房地产税与收入

的比率相对较高的人,并通过税收减免防止纳税人支付超出其纳税能力的税款(Anderson,2014)。
已有研究发现,断路器政策能够有效减轻低收入房主和租房者的不公平税收负担,使得房地产税减

免更加公平和具有成本效益(Kenyonetal,2010)。Allen& Woodbury(2006)则通过对比缅因州居

民在断路器退税前后的房地产税负担发现,断路器政策显著降低了房地产税负担较高家庭的数量和

比例,使得房地产税负担超过收入6%的家庭比例由33%下降至11%。
房地产税延期政策是为了抵消20世纪7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带来的税收负担而提出(Gold,

1981)。房地产税延期政策允许年老和残疾的房主推迟支付全部或部分房地产税,直到他们出售房

产或死亡(NCSLFiscalAffairsProgram,2002)。房地产税延期政策在缓解收入不足的纳税人的现

金流动问题方面成效显著,能够帮助资产丰富但收入贫乏的纳税人减轻其房地产税负担(Kitchen,

2012)。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面对因纳税人收入下降而无力支付房地产税的情况,美
国各州政府都采取了一定的延期纳税措施。例如康涅狄格州允许市政当局在2020年3月10日至7
月1日(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期)之间向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纳税人提供90天的延期纳税(Collins,

2020)。其他一些州则推迟了房地产税支付期限,或暂时免除了延期缴纳房地产税的利息(Cher-
nick,2020)。

(四)应对纳税能力不足的房地产税征管制度及效果评估

除了通过房地产税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特定人群的房地产税负外,房地产税征管制度在应对纳税

能力不足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Waldhart&Reschobsky(2012)利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数据研

究发现,增加每年房地产税分期付款的次数能够有效缓解纳税人的流动性问题,将分期付款的频率

由每年两次更改为每年三次将使房地产税拖欠率大幅下降。还有学者研究了税收托管在房地产税

征管过程中的优势。税收托管是一种将房地产税转化为间接、分散的税收的支付手段,并通过自动

扣缴的方法支付房地产税。已有研究发现,房地产税托管账户能够将付款分成多期,从而有效减少

因纳税能力不足引起的税款拖欠行为(Anderson&Dokko,2016)。此外,税收托管降低了房地产税

税率,并增加了制定房地产税限额的可能性,税收托管参与者每增加一个标准偏差会导致房地产税

税率(房地产税与房地产市场价值的比值)降低一个标准偏差(Cabral& Hoxby,2012),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纳税人的房地产税负担。

五、展望与借鉴

随着近年来房价的迅猛上涨,日益显现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不足问题引起了学界关注,学者们

对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展开了广泛研究。本文从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衡量和异质性研究、影响因素、
经济社会影响、应对房地产税纳税能力不足的政策及效果评估四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系统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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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总结已有文献研究和借鉴国外相应政策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我国房地产税纳税能力实际情

况,提出未来我国房地产税税制设计的政策借鉴和参考。
(一)我国房地产税纳税能力的现状

我国现行税制针对个人征收的直接税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其以个人收入所得为税基,应纳税额

与个人所得高度相关,当个人所得未达到税法规定的起征点时不需要纳税。而房地产税则不相同,
具有显著的税源与税基相分离的特性,易导致纳税能力不足的问题。房地产税的计税依据是家庭拥

有的房产价值,而房产价值虽高,但难以迅速变现,按年征收、按月度或季度预缴的房地产税无法从

中直接获取,纳税人必须通过个人或家庭可支配收入来履行纳税义务。但一些研究表明,房地产价

值与个人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十分微弱,且二者的相关性会随着房屋使用年限的上升而降低(Groves
&Prober,1951;Mark&Carruthers,1983)。居所价值与现期收入的脱节容易使纳税人在收入下降

时面临无力承担房地产税税负的问题。
我国当前存在的房产价值与居民收入不相称的现状加剧了房地产税纳税能力不足问题。在房

价增速远超居民收入增速的背景下,一方面,多数购房者会选择贷款买房,并基于当时的收入水平决

定住房类型和贷款数额,而未将尚未开征的房地产税支出纳入考虑。当房地产税以房产价值为依据

计算缴纳时,这类现金流受限的贷款者可能会面临在偿还贷款本息外无力缴纳房地产税的问题。另

一方面,由于当前过高的房价超出了大多数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的购买能力,父母对子女的购房款

赠予现象越来越普遍,使得许多收入较低的年轻人获得了与其收入不相匹配的房产,在面对依据房

产价值计算的房地产税额时同样会出现纳税困难的现象。
此外,我国房产类型较为复杂,除了商品房外,还存在大量的房改房。这类住房由房主在20世

纪90年代推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时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其市场价值在近20年内经历了大幅攀升,
但房主的收入水平通常没有得到同等水平的提高,以房价现值计算的房地产税远远超出了纳税人的

支付能力。这类房产现值与居民收入不匹配的现象凸显了我国当前存在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不足

问题,政府在进行房地产税改革时应对这一实际情况予以充分考虑,在借鉴国外政策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实际进行相应的税制设计,以尽可能缓解这类群体的房地产税负担。
(二)借鉴国外应对纳税能力不足的政策经验

在我国当前房产价值与居民收入不相称的客观条件下,政府部门在进行房地产税税制设计时,
必须在居民纳税能力与政府税收收入之间找到平衡,既要尽可能满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需要,也
要充分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和纳税意愿。借鉴国外经验,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完善房地产税制度:

1.采取适合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评估周期和估值调整制度。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仍不够稳

定,近十年来房地产价值变化较大,因此适合采用较短的评估周期。结合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

验,将我国房地产价值评估周期设置为1~3年较为合适,并可以针对不同地区设置不同的评估周

期。例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产价值变化较大,评估技术也较为先进,可以采取每年评估一次;对
于西部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房价每年变化幅度不大,可以采取2~3年为评估周期,从而节约评估

成本。此外,对于房价涨幅过高的地区,可借鉴美国房地产税限制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将房地产评估

价值上限设置在合理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房价过快增长给居民带来的房地产税负担。

2.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住房类型实行差别税率。考虑到我国地区之间房价水平和房地产市场发

展程度差异较大,使用同一税率不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因此,为充分发挥房地产税的价格调控作用

和收入分配作用,我国可以配套实行差别税率和浮动税率,即对不同住房类型,如独栋商品住宅和高

档住房、普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小产权房分别适用不同税率,对不同地区也同样实行差别税率,从
而尽可能减轻低收入人群的房地产税负担。此外,对于特定地区内部差异还可以采用浮动税率,即
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规定税率浮动范围,地方政府结合当地房地产市场发展程度和财政支出水平

决定具体税率。

3.设置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减免政策。对于老年人、残疾人、退伍军人、低收入群体或无收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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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由于其缺少稳定的收入来源,支付能力相对有限,因此有必要对其设置针对性的减免政策。为了

满足其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需要,可以针对纳税人的具体情况直接设置一定额度的减免;或是参考

美国的“断路器”政策,构建家庭收入与房地产税之间的联系,当缴纳的房地产税占家庭收入比重过

高时予以返还,具体返还方式可以是退税、下期房地产税抵扣等。

4.设置特殊情形下的减免政策。房地产税征税对象与税源相分离的特点使得居民在遭遇外生

收入冲击时容易出现无力承担房地产税负的情况,因此应当充分考虑特殊情形下的减免措施。特殊

情形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因素或社会风险,其中不可抗力因素包括经济冲击、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事

件等,社会风险则主要指长期失业、重大疾病等。对这类特殊情形进行定向减免,能在保障纳税人基

本生活水平的同时,适当降低纳税人的房地产税负担。例如,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导致的居民纳税能

力下降,各国都实行了一段时期的免征房地产税。我国也可以借鉴这种做法,对于受外生冲击影响

较大的地区实行一定额度的减税或特定时期的免税。此外,对于长期失业、重大疾病等社会风险,由
于针对的受众较少,可以采取纳税人申请、主管税务机关核实、相关部门批准后给予社会风险时期的

房地产税减免。

5.采取按年征收、分期缴纳的征管制度。为了缓解在一次性缴纳房地产税后的流动性约束,可
以采取按年征收、按月度或季度分期缴纳的方式,这种多次少量的纳税方式能够有效降低纳税人的

税收痛感(Waldhart&Reschobsky,2012)。对于部分存在纳税困难的人群,可以适当设置延期纳税

的期限,给予纳税人足够的缓冲期来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从而间接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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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ntheAbility-to-PayofPropertyTaxandItsEconomicandSocialImpacts

LIUHua HUSiyan WANGJiao
(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China)

  Abstract: Ability-to-payisthekeytoachievingtheequityofpropertytax,anditisalsoanimportantcontentto
beconsideredinthereformofpropertytax.Inrecentyears,scholarsathomeandabroadhavecarriedoutawealthof
researchontheability-to-payofpropertytax.Thepurposeofthispaperistosystematicallyreviewtheliteratureand
thelatestresearchprogressontheability-to-payofpropertytax.Thispapersummarizesandcommentsontherelevant
researchfromfouraspects:themeasurementandheterogeneityoftheability-to-payofpropertytax,theinfluencing
factorsoftheability-to-payofpropertytax,theeconomicandsocialimpactsoftheability-to-payofpropertytaxand
thepoliciestodealwiththeinsufficientability-to-payofpropertytax.CombinedwiththepracticalbackgroundofChina,the

paperalsoputsforwardtheexistingproblemsandpointstofutureimprovementdirectionsoftheability-to-payofpropertytax
inChina,soastoprovidevaluableexperienceandtheoreticalreferencesforthepropertytaxreform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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